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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不公,除了接受,报复也是一种应对方式。 不合规任务,作为员工主观认定的一种不公感知,虽已引发学界的关

注,但对其如何触发员工的报复行为及背后的影响机制仍缺乏充分的讨论与检验。 本文旨在考察不合规任务如何影响员工

的两类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人际 / 组织)。 作为一种被员工认为不合理或不必要的任务指派,不合规任务所蕴含的不公感知

可能直接侵蚀员工与领导之间的信任纽带,进而诱发他们以消极抵制为表现的隐蔽报复。 通过报复公平理论,本文提出员工

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在此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而权力距离取向则调节这一中介效应。 通过对 488 名企业员工的三轮调查发

现,员工的不合规任务感知会削弱他们对上级领导的情感信任,进而导致其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和消极的组织反生产

工作行为的增加。 与此同时,权力距离取向则会调节这一间接效应,当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较高时,不合规任务通过情感信

任与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人际 / 组织)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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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人类社会的叙事长河中,“复仇”始终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主题。 从西方延宕沉思的哈姆雷特,到东

方坚忍决绝的赵氏孤儿,这些经典无不揭示了个体在遭受不公后,寻求正义与心理平衡的原始驱动力。 不

公感知,源于个体在比较中感受到的待遇失衡与价值不对等[1] 。 当这种感知嵌入组织情境,便形成了对组

织不公的认知,即员工系统性地认为组织在资源分配、决策过程或人际对待中缺乏公正性[2] 。 时至今日,一
种特定的不公感知正日益成为职场员工“复仇”的关键源头———不合规任务,即那些被员工认为不应由自己

承担、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角色外工作要求[3-4] 。 Semmer 等[5]指出,不合规任务本质上是员工的一种主观

感知,这意味着一项任务本身并无绝对的“合规”与“不合规”之分,其性质取决于员工于何时在何处因何故

被感知。 例如,让一位财务分析师临时协助整理会议纪要,在项目紧急且人手不足的情境下可能被视为合

理的团队协作。 但若将其固化为日常职责,则很可能被感知为对其专业角色的贬低与侵犯。 因此,“不合

规”并非任务的固有标签,而是员工基于具体情境所产生的主观感知。
受高权力距离文化的影响,员工对不合规任务的感知在当今中国企业可能更为普遍:一方面,在中国企

业中,上级领导与下属员工之间等级观念往往较为明显,上级的任务指派常被视为具有天然权威性,而正式

的制度约束与反馈渠道则相对有限[6] 。 这导致员工在接受角色外任务指派时,往往缺乏质疑其合理性的正

式依据与心理安全感,只能将这些任务指派内化为不得不接受的工作现实。 另一方面,社会整体对组织公

平的价值认知在不断提升[7-8] ,相比于过去更为隐忍的前辈,当今职场的年轻主力对组织公平有着更高的期

待与敏感性。 年轻主力对于由不合规任务所导致的不公感知,耐受度更低,反应也更直接:当感知到组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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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时,他们更可能将之解读为对个人价值与尊严的冒犯,从而激发出向领导和组织的“复仇”行为。 有鉴于

此,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员工对不合规任务的感知如何引发他们的报复行为?
以往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典型的不公感知,不合规任务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与工作满意度[9] ,提升其

离职倾向[10]与工作-家庭冲突[11] 。 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员工的被动反应或消极适应,尚未充分探讨其

是否及如何通过主动行为对感知到的不公进行反击。 事实上,职场中除被动承受外,员工也常通过主动行

为来恢复自身的公平感知[12] 。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企业强调等级秩序、注重关系和谐的组织情境中,这类

恢复公平的行为往往避免以公开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系列间接且隐蔽的消极反生产工作行

为[13] 。 具体表现为:在人际层面,员工可能采取社交退缩、信息隐瞒或拒绝协助等行为;在组织层面,则可能

展现为消极怠工、时间盗窃或任务规避等方式[14] 。 这些“偷偷报复”的行为不仅反映了员工应对组织不公

的策略选择,也揭示了他们在权力不对等情境下寻求公平恢复的独特路径。
为深入研究不合规任务如何触发员工的这些“偷偷报复”行为,本文以报复公平理论为基础展开分析。

报复公平理论指出,个体具有维持公平的内在需求;当遭遇不公且无法通过其他手段恢复公平时,个体可能

采取报复行为以重建心理平衡[15] 。 基于这一视角,在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中,不合规任务作为一种主观

不公感知,其关键在于被下属员工解读为来自上级领导的“关系违约” [16] 。 这种解读会迅速侵蚀上下级间

的情感信任。 而情感信任一旦破裂,员工便不再相信领导会主动维护公平,也不愿再在权力关系中保持开

放,从而消除了他们实施报复的心理约束。 除此以外,报复公平理论还指出,个体特征也会影响员工对不公

感知的反应[17] 。 为此,本文在中国情境下,引入权力距离取向作为调节变量,以解释员工对不合规任务感知

的差异化反应。 具体而言,高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更倾向于遵从权威[18] ,更可能将不合规任务视为可接受

的组织安排,其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受损相对较轻,后续报复行为也相对较少;而低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更加

重视平等与协商[18] ,在将任务感知为“不合规”后,更易将其理解为对自身价值与地位的挑战,从而加剧情

感信任的瓦解,最终导致报复行为的产生。
综上所述,本文希望为现有文献作出以下拓展与贡献:
第一,现有文献多将不合规任务视为一种职业压力源[19] ,主要聚焦其对员工感受的负面影响,而较少关

注员工是否及如何通过特定行为来反向影响组织。 本文将视角从“被动承受”转向“主动行为”,以消极反生

产工作行为(人际 / 组织)作为切入点,旨在揭示员工在感知到不合规任务后,如何借助隐蔽的报复行为来实

现其心理层面的公平重建。 因此,本文试图深化并拓展对不合规任务影响机制的理解。
第二,尽管现有文献已确认不合规任务会引发员工的反生产工作行为[20] ,但对其中的内在心理转化机

制仍缺乏深入解析。 为打开这一黑箱,本文引入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作为关键中介变量,试图系统阐释

不合规任务如何通过侵蚀员工与领导之间的情感信任,最终触发其报复行为。 通过对这一中介路径的探

索,本文希望为理解员工相关负面行为的形成机制提供更为细腻的理论视角。
第三,进一步响应学界对个体差异影响研究的呼吁[21] ,引入权力距离取向作为关键调节变量,系统考察

其在不合规任务与情感信任之间的调节作用。 这一理论探索不仅揭示了权力距离取向作为一种个体价值

观如何塑造员工对不公感知的差异化反应,更从权变视角为组织制定精准化管理策略提供了依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不合规任务与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不同于由情感驱动的短暂失控行为,反生产工作行为通常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过程。 反生产

工作行为被定义为“员工蓄意做出的、对组织或组织内人员造成伤害或意在造成伤害的行为”,它涵盖了多

种形式的职场不当行为,包括蓄意破坏、消极怠工、生产违规、盗窃和虐待等[22] 。 反生产工作行为并非一种

单一维度的概念[14] :从行为目标来看,反生产工作行为可以被分为人际的(如散播领导的谣言)和组织的

(如窃取公司物资);从行为内容来看,反生产工作行为可以被分为积极的(如伪造提交给领导的报告)和消

极的(如不回应领导提问)。 如果将行为目标和行为内容这两个维度结合到一起,反生产工作行为还可以被

分为四大类:积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积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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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 不同维度的反生产工作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下会表现出独特的差异。 因此,对反生

产工作行为的干预措施往往需要具有针对性[23] 。
根据 Fox 等[24]的观点,不公感知会引发负面情绪并激发个体恢复公平的内在需求,而反生产工作行为

往往是实现这一需求的行为表现。 因此,员工在组织中的不公感知被视为预测其反生产工作行为的关键前

因[25] 。 不公感知源于个体在比较中形成的主观判断,而不合规任务(员工主观认定的不合理或不必要的任

务)正是此类感知的具体表现。 具体而言:在分配公平层面,若任务超出员工基于岗位形成的“合理预期边

界” [4] ,则被视为对权责分配规则的违背;在程序公平层面,若员工认为任务指派源于领导的主观倾向或随

意决策,便容易质疑其过程的公正性[11] ;在互动公平层面,任务指派方式若让员工感到不被尊重,则可能直

接损害其职业尊严与自我认同[5,21] 。 因此,作为可能同时承载多重不公感知的具体形式,不合规任务更易突

破员工被动承受的阈值,转而使其通过主动行为来恢复公平感知。 这为深入探究员工报复性反生产工作行

为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此外,在高权力距离、关系导向等文化特征的中国企业组织环境中,员工行为往往表现出内敛与非对抗

的特征,组织内部最为普遍的是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和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26] 。 这主要是因

为:公开、主动的对抗行为(如当众冲突、公然违规)虽然破坏性强,但明显违背集体至上、服从权威的组织伦

理,易招致严厉的制度惩罚与集体排斥。 相比之下,消极的反生产工作行为具有间接性与隐蔽性[27] ,如消极

怠工、被动回应等,不仅更符合维护表面和谐的行为预期,也因其难以被明确识别与追责,成为员工在此类

组织环境中表达不满、进行非公开抵抗的相对安全策略[14] 。
基于以上原因,根据报复公平理论本文认为,员工渴望在组织中被公平对待,而当其被迫完成主观认为

不合理或不必要的任务(即不合规任务)时,往往会在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及互动公平等多方面感知到组织

不公。 这种多重不公感知可能超越员工被动承受的限度,从而激发其通过主动行为(惩罚不公源头)来恢复

公平。 由于不合规任务源于员工对领导指派任务的主观归因[28] ,因此不公感知的源头多被归咎于领导或组

织本身。 出于对再次报复的担忧,员工通常不会采取直接或公开的对抗方式,他们更可能选择间接且隐蔽

的报复行为,以降低自身风险[15] 。 因此,不合规任务因其被感知为多重组织不公,可能促使员工采取间接、
隐蔽的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如消极怠工、信息隐瞒等)对自己的领导或组织实施报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不合规任务与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呈正相关(H1a);
不合规任务与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呈正相关(H1b)。
(二)员工对领导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

情感信任被描述为这样一种信任,即一种建立在情感投入与相互关怀基础上的信任形态,其核心在于

双方能够真诚关注彼此的利益与福祉,并以此促成稳定的互惠关系。 这种信任源于信任双方的情感联结,
通常形成于以血缘、共同经历或深厚情感为纽带的强关系网络中,如亲人、挚友及密切合作的同事之间[16] 。
在重视人际关系的中国企业中,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常被赋予“亦师亦友”“自己人”等关系认同色彩。 其

具体表现为下属员工不仅期待上级领导在工作中的公正指导,更在情感上期待被纳入领导的关系圈,获得

持久的关照与支持。 这种信任的建立与维系,往往通过长期共事中的私下交流、非正式关怀及关键时刻的

相互担当而得以实现。
在不合规任务与反生产工作行为之间,存在一系列中介路径,主要包括动机(如自我决定动机、内在动

机等)、情绪(如怨恨、愤怒、消极情绪等)与认知(如自尊、信任、欣赏等) [11] 。 为更精准地解释不合规任务为

何会引发员工的“偷偷报复”行为,本文聚焦于认知路径中的“情感信任”。 相较于动机解释的宽泛性与情绪

反应的波动性,情感信任作为一种深层关系认知,更具稳定的解释力:它不仅包含对上级是否关怀下属的理

性判断,也承载因信任破裂带来的情感伤害。 从而能更系统地联结“不公感知”与“报复行为”,揭示出不合

规任务通过破坏特定关系纽带驱动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的内在机制。 基于此,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主要通

过以下两个方面实现。
一方面,不合规任务被员工视作一种组织不公的表现,通过损害情感信任中的核心要素,直接导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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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对领导情感信任的下降:第一,不合规任务会侵蚀情感信任赖以存在的情感纽带。 情感信任建立在下

属员工与上级领导之间超越工具性交换的情感联结之上,这种联结以相互尊重、关怀与心理安全为特

征[29] 。 当上级指派的任务被下属认定为不合规时,下属会将其解读为上级对其自身权益与尊严的漠视,
随之感受到自己被工具化对待,从自己是领导“值得关怀的伙伴”沦为其“达成任务的工具” [30] 。 这种认

知会直接削弱下属对上级的情感依附,动摇信任的情感基础。 第二,不合规任务违背了情感信任中信任

方与受信方彼此相互关怀的期望[16] 。 情感信任的核心在于双方都相信对方会真诚关心自己的福祉[31] 。
当下属员工将某项任务主观认定为“不合规” ,尤其是当其认为上级领导未能提供合理解释与必要支持

时,便会从中解读出一种明确的负面信号:领导并不关心自己的感受与利益。 这不仅破坏了自己对领导

“善意关怀者”角色的认同,更使得自己不再相信领导会在未来关系中秉持关怀原则,从而撤回原本愿意

承担的信任风险。
另一方面,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本质上仍属于“信任”这一核心概念的范畴,即它是建立在情感联结

与价值认同基础上的深层心理契约[16] 。 要理解其运作机制,首先需要回归“信任”的本质定义。 Rousseau
等[32]认为,信任包含两大不可分割的核心要素:对受信方施以关怀与善行的积极期望;信任方自愿暴露脆弱

性、愿意承担可能受伤害状态的意图。 这两大要素共同构成了信任关系的双向闭环:前者为信任提供心理

预期基础,后者则为信任赋予行为实践意义。 具体到上下级情境中的情感信任,它恰恰完整包含了这两大

要素:下属员工既期望上级领导会关怀自己的福祉(积极期望),也愿意在权力不对等关系中保持一定程度

的脆弱性(如表达真实想法、接受上级决策而不过度设防) [33-34] 。 这种情感信任使组织内的成员关系超越了

冷冰冰的契约交换。
然而,当由不合规任务带来的不公感知持续发生时,情感信任的下降实质上标志着信任双核的同步瓦

解:第一,积极期望的落空。 员工意识到领导可能不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期望从“领导本质是善意的”逆

转为“领导可能利用或忽视我” [35] 。 第二,脆弱性意愿的撤回。 员工开始拒绝在关系中保持开放与脆弱,转
而采取心理防御姿态,不再愿意承受因信任可能带来的伤害[36] 。 正是由于这种信任双核的瓦解,为下属员

工后续报复行为的启动创造了关键心理条件。 根据报复公平理论的观点,当个体感知到不公时,会产生通

过报复恢复公平的强烈动机[15] ,而情感信任的削弱恰恰移除了阻止报复的两个关键因素:第一,积极期望的

消失使得员工不再相信组织公平会被自动修复。 当员工不再期待上级领导会主动纠正不公时,员工的自我

救助就成为唯一可行的公平恢复途径。 第二,承受伤害意愿的撤回意味着员工不再甘于被动受害。 从“愿

意承受潜在伤害”到“拒绝继续受害”的心态转变,直接激发了主动实施报复行动的决心。 因此,这不是简单

的“你伤害我,所以我伤害你”的等价清算,而是“我曾信任你,却被你辜负,因此我必须通过报复重建公平”
的心理修复。 因此,员工对领导情感信任的下降会导致他们通过消极的反生产工作行为(人际 / 组织)来对

组织或组织内的成员实施报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在不合规任务与消极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的正向关系中,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起到中介作用(H2a);
在不合规任务与消极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的正向关系中,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起到中介作用(H2b)。
(三)权力距离取向的调节作用

报复公平理论指出,个体特征会影响员工对组织不公的认知与反应,因为并非所有人在面对相同情境

时都会产生同样的不公感知与行为动机[17] 。 事实上,组织不公对员工的意义与影响程度,往往因其个体价

值观而异[37] 。 基于此,本文引入权力距离取向这一关键个体价值观作为调节变量。 权力距离取向源于社会

文化层面的权力距离概念,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中特指个体对权力不平等现象的接受程度[38] 。 这一价值观很

可能系统性地影响下属员工如何解读来自上级领导指派的“非常规任务” [39] ,并进一步调节此类任务对其

情感信任的影响。
具体而言,从认知判断层面看,高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通常更认同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18] ,因此他们更

倾向于将上级领导指派的“非常规任务”视为合理或正当的安排。 在中国企业高权力距离的组织文化情境

中,此类任务甚至可能被内化为符合规范的上下级互动模式[40] 。 对这些员工而言,接受此类任务往往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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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合规的负担,反而可能被视为上级对自己信任与重视的积极信号。 通过高效完成这些任务,他们能

够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与忠诚,从而有机会获得上级的认可与提拔[41] 。 从感知影响层面看,即使高权力距

离取向的员工将领导指派的“非常规任务”认定为“不合规”,他们仍可能基于对等级制度的认同,将完成此

类任务视为取悦上级、争取认可的有效途径[42] 。 在此认知下,任务本身虽不合规,但其带来的关系收益(如

领导的青睐)可作为一种补偿,从而显著缓冲不合规任务对情感信任的侵蚀。 因此,这些员工因不合规任务

引发的对领导的情感信任下降程度较为有限。
与之相比,低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对组织内部等级制度的认同相对较低[18] ,无法轻易接受任务的不合

理或不必要指派,也不愿单纯屈从于领导的意志与偏好。 从认知判断的层面看,这些员工倾向于以更加审

慎的态度对待上级指派的“非常规任务”,更注重依据任务本身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来评估其合规与否。 由于

低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更重视平等互惠与程序公正等原则[40] ,因而在面临同样的“非常规任务”时,他们更

可能将其认定为不合规任务。 对这些员工而言,接受此类任务更多是基于权力等级的被动服从,而非源于

信任的主动担当。 从感知影响的层面看,一旦低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将任务认定为“不合规”,他们很难从

“服从权威”或“取悦上级”中获得心理补偿。 同时,由于缺乏高权力距离取向员工所预期的“关系收益”做

缓冲,不合规任务所传递的负面信号(如不被尊重、程序不公等)会被他们直接且完整地内化,从而对其情感

信任造成更为直接与剧烈的冲击。 因此,低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在面对不合规任务时,其对领导的情感信

任下降程度往往会更加显著。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在其不合规任务感知与对领导的情感信任之间起到关键调节

作用:它不仅影响员工对“不合规任务”的初始判定,更通过影响任务感知所引发的情感与关系意义,系统性

地改变着不合规任务感知对情感信任的侵蚀强度。 高权力距离取向员工作出的“合理化解释”与“关系收益

预期”为其情感信任下降提供了有效的缓冲;而低权力距离取向员工因缺乏此类缓冲,使得他们的不公感知

被更彻底地转化为信任瓦解。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不合规任务与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之间的关系受到权力距离取向的调节,当权力距离取向较高时,

该关系较弱;当权力距离取向较低时,该关系较强(H3)。
(四)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结合上述假设 H2 及假设 H3,权力距离取向调节了不合规任务通过情感信任对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

(人际 / 组织)的间接影响,当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较高时,不合规任务通过情感信任影响消极反生产工作行

为(人际 / 组织)的间接效应会减弱;当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较低时,不合规任务通过情感信任影响消极反生

产工作行为(人际 / 组织)的间接效应会增强。 具体而言,低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对不公感知更加敏感,由不

合规任务这一典型组织不公所造成的对领导情感信任下降更大,进而导致这些员工有更强烈的动机通过消

极反生产工作行为对上级领导和组织进行报复,以此来恢复自己的公平感知[20] 。 而高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

因不合规任务造成的对领导情感信任下降相对更小,进而由不合规任务导致的“偷偷报复”行为也更少。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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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不合规任务通过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对消

极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的间接影响受到权力距离

取向的调节,当权力距离取向较高时,该中介关系

较弱;当权力距离取向较低时,该中介关系较强

(H4a)。
不合规任务通过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对消极

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的间接影响受到权力距离取向

的调节,当权力距离取向较高时,该中介关系较弱;当
权力距离取向较低时,该中介关系较强(H4b)。

综上,本文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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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与程序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随机抽样招募参与者。 作为一种概率抽样方法,随机抽样能确保目标群体

中每个成员被选中的机会均等。 该方法的实施旨在提升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并最大限度降低选择偏差。 所

有参与者均为全职员工,且具有被直属领导指派任务(包括潜在可能被认定为“不合规”的任务)的直接经

历。 研究参与完全自愿,并确保参与者的信息完全保密。
正式开展数据收集前,在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协助下,先获取公司全职员工的完整名册,并以该名册作

为抽样框。 随后,由研究团队采用随机抽样方式从名册中抽取员工并向其发放研究邀请函。 受邀员工在填

写问卷前均须签署知情同意书。 在邀请函与知情同意书中,明确说明了用于规范数据收集流程的具体措

施:第一,问卷由研究团队直接向参与者发放与回收,参与者的作答仅对研究团队可见。 第二,所有作答仅

用于学术研究。 与此同时,还说明所收集数据将被匿名化处理,不包含任何个人身份识别信息。 第三,参与

者可在任何阶段退出研究,且不会因此承担任何不利后果。
数据采集分三个时间点在两个月内完成。 第一阶段随机发放 1000 份问卷,测量员工对不合规任务的感

知、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及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第二阶段一个月后对参与者继续

进行对其直属上级领导的情感信任的测评;第三阶段评估员工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包含人际层面与组织

层面两个维度。 这种时滞设计实现了预测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时间分离,有效降低了共同方法偏差问

题。 经过数据整合与清洗,最终获得 488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48. 8%。 样本平均年龄 34. 84 岁,男性

占 55. 32%,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 88. 52%,与直属领导的平均共事时间为 3. 54 年,国有企业占比 39. 34%,
非国有企业占比 60. 65%。

(二)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经过验证的英文量表。 为确保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测量等效性,本文采用回译程序:由两位不

参与组织行为研究的双语者独立完成英文到中文的翻译,再进行中文回译至英文。 通过比对回译版本与原

始量表的差异并进行修正,保证语义准确性与概念一致性,从而提升量表的信度与跨文化效度。
不合规任务感知:采用 Semmer 等[3] 开发的 8 条目量表进行测量,代表题项如“您需要处理某些工作任

务,但认为这些任务本应由他人完成”。 参与者按 7 点 Likert 量表(1 =非常不同意,7 =非常同意)评分。
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采用 Yang 和 Mossholder[43]开发的 5 条目量表,代表题项如“我相信上级总会关

心我在工作中的个人需求”。 采用 7 点 Likert 量表评分。
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采用 Dorfman 和 Howell[44]开发的 6 条目量表,该量表在个体层面具有良好信效度并

被广泛使用,代表题项如“管理者应在不咨询下属的情况下做出多数决策”。 采用 7 点 Likert 量表评分。
消极的反生产工作行为:采用 Evans 等[14] 开发的量表,包含测量人际层面的 4 个条目与组织层面的 5

个条目,代表题项如“在上级需要时未提供工作支持”(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和“在急需完成工作时

故意拖延”(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 采用 7 点 Likert 量表评分。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周岁)、性别(1 =男,2 =女)、教育水平(1 = 高中及以下,2 = 大专,3 = 本科,4 = 硕士

及以上)、与上级共事时间(年)及企业性质(1 =国企,2 =非国企)。
控制年龄和性别是因为已有研究表明这两个因素会影响工作态度与行为,年长员工通常对工作任务表

现出更积极的态度[45] ,而男性的总体反生产工作行为水平往往略高于女性[46] 。 将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是因为其通过影响工作期望进而可能改变员工对不合规任务的反应机制[47] 。 将与上级的共事时间作为控

制变量是因为较长的工作交集往往意味着更强的上下级共识[48] ,这种共识可能缓冲不合规任务带来的负面

影响。 同时,控制企业性质是由于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组织文化、领导风格和雇佣稳定性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49] 。 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员工对不合规任务的感知与反应。 通过控制这些变量能够更精准地

分离出员工的不合规任务感知、员工对上级领导的情感信任、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与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

(人际 / 组织)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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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分析与结果

(一)信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因子载荷及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对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进行评估,具体结果见

表 1。 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高于推荐阈值 0. 70,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在收敛效度方面,各变量的 CR 均大于 0. 70,且各潜变量的 AVE 均超过 0. 50,表明量表具备良好的收敛

效度。 同时,本文采用 Amos
 

23. 0 软件对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结果见表 2。 结

表 1　 信效度分析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系数 CR AVE

不合规任务感知

A1 0. 900
A2 0. 824
A3 0. 770
A4 0. 766
A5 0. 803
A6 0. 820
A7 0. 763
A8 0. 772

0. 934 0. 938
 

0. 645

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

B1 0. 891
B2 0. 832
B3 0. 854
B4 0. 828
B5 0. 853

0. 925 0. 931 0. 725

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

C1 0. 853
C2 0. 822
C3 0. 813
C4 0. 834
C5 0. 819
C6 0. 820

0. 925 0. 929 0. 684

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

D1 0. 917
D2 0. 813
D3 0. 821
D4 0. 811

0. 901 0. 913 0. 708

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

E1 0. 904
E2 0. 840
E3 0. 834
E4 0. 823
E5 0. 846

0. 924 0. 931 0. 723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模型 χ2 df χ2 / df RMSEA SRMR CFI TLI
五因子模型 601. 008 340 1. 768 0. 040 0. 029 0. 975 0. 973

四因子模型(一) 1675. 004 344 4. 869 0. 089 0. 083 0. 874 0. 862
四因子模型(二) 2457. 258 344 7. 143 0. 112 0. 120 0. 800 0. 780

三因子模型 4131. 355 347 11. 906 0. 149 0. 166 0. 642 0. 610
二因子模型 5074. 783 349 14. 541 0. 167 0. 172 0. 553 0. 516
单因子模型 6336. 343 350 18. 104 0. 187 0. 176 0. 434 0. 388

　 注:五因子模型为不合规任务感知、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四
因子模型(一)为不合规任务感知、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四因
子模型(二)为不合规任务感知+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三因子
模型为不合规任务感知+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两因子模型为
不合规任务感知+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单因子模型为不合规
任务感知+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N=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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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五因子基准模型(不合规任务感知、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消极的人际反生

产工作行为、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 显示出最优拟合指标( χ2 / df = 1. 768,RMSEA = 0. 040,SRMR =
0. 029,CFI= 0. 975,TLI= 0. 973),支持了核心构念的区分效度。

(二)共同方法偏差

尽管本文采用三阶段问卷调查设计,但单一数据来源仍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对此,先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首个未旋转因子仅解释总变异的 37. 732%,远低于 50%的临界值,表明共同方

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进一步采用基于 CFA 的单因子模型检验法发现,五因子模型拟合度显著优于单因子模

型(表 2),再次证实共同方法偏差未对研究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关系见表 3。 与研究假设一致,不合规任务与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呈显

著负相关( r= -0. 369,P
 

<0. 01),与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 r= 0. 450,P
 

<0. 01)及消极组织反生产工作

行为( r= 0. 440,P
 

<0. 01)均呈显著正相关。 此外,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与两类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均呈

显著负相关(人际维度 r= -0. 283,P
 

<0. 01;组织维度 r= -0. 339,P
 

<0. 01)。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34. 849 7. 856
2 1. 447 0. 498 -0. 214∗∗

3 3. 018 0. 655 -0. 578∗∗ 0. 075
4 3. 541 4. 171 0. 424∗∗ -0. 111∗ -0. 172∗∗

5 1. 607 0. 489 -0. 016 -0. 010 0. 029 0. 048
6 4. 118 1. 336 0. 012 0. 103∗ 0. 013 0. 028 -0. 040
7 4. 225 1. 405 -0. 053 -0. 032 -0. 040 -0. 101∗ 0. 068 -0. 369∗∗

8 4. 360 1. 299 -0. 006 0. 065 -0. 005 0. 030 -0. 086 0. 342∗∗ -0. 283∗∗

9 4. 255 1. 356 0. 035 0. 112∗ -0. 074 0. 034 -0. 022 0. 450∗∗ -0. 283∗∗ 0. 354∗∗

10 4. 193 1. 427 0. 053 0. 058 -0. 022 0. 031 -0. 070 0. 440∗∗ -0. 339∗∗ 0. 434∗∗ 0. 408∗∗

　 注:N= 488;∗表示 P
 

<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 表中 1 为年龄,2 为性别,3 为学历,4 为工作年限,5 为企业性质,6 为不合规
任务感知,7 为对领导的情感信任,8 为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9 为消极人际反生产行为,10 为消极组织反生产行为。

(四)主效应检验

在验证模型拟合度后,基于“表 4
 

主效应检验”中的模型 1 ~ 模型 3,本文对“员工的不合规任务感知”
(自变量)、“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中介变量)与“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因变量 1)及“消极的组

织反生产工作行为”(因变量 2)的关系进行检验。 由模型 2 可得,员工的不合规任务感知对消极的人际反生

产工作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0. 398,P<0. 001),假设 H1a 成立(表 4)。 由模型 3 可得,员工的不合规

任务感知对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 0. 386,P<0. 001),假设 H1b 成立(表 4)。 因

此假设 H1 获得支持。

表 4　 主效应检验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 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 消极的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

年龄 -0. 012 -0. 004 0. 007
性别 -0. 031 0. 191 0. 062
学历 -0. 192 -0. 214∗ -0. 033

工作年限 -0. 028 0. 003 -0. 005
企业性质 0. 170 0. 017 -0. 115

不合规任务感知 -0. 380∗∗∗ 0. 398∗∗∗ 0. 386∗∗∗

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 -0. 136∗∗ -0. 205∗∗∗

R2 0. 153 0. 232 0. 234
调整后 R2 0. 142 0. 220 0. 222

F 14. 485∗∗∗ 20. 668∗∗∗ 20. 902∗∗∗

　 注:N= 488;∗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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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 4 模型 1 可得,员工的不合规任务感知对情感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b = -0. 380,P<0. 001),由模

型 2 与模型 3 可得,情感信任分别对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b = -0. 136,P<0. 005)与消极的组织反生

产工作行为(b= -0. 205,P<0. 001)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 4),这一结果初步支持了假设 H2。
为深入检验员工对领导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 Bootstrap 程序对间接效应的显著性进行验证。

基于 10000 次抽样结果,不合规任务感知通过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影响消极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的间接

效应值为 0. 052,95%置信区间为[0. 018,
 

0. 090];影响消极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的间接效应值为 0. 078,
95%置信区间为[0. 045,

 

0. 114](表 5)。 由于两个区间均未包含零值,假设 H2 获得稳健支持。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

间接效应路径 效应值(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IT
 

→
 

ATS
 

→
 

passive
 

CWBI 0. 052
 

(0. 018) 0. 018 0. 090
IT

 

→
 

ATS
 

→
 

passive
 

CWBO 0. 078
 

(0. 018) 0. 045 0. 114
　 注:N= 488;IT 为不合规任务感知;ATS 为员工对上级领导者的情感信任;passive

 

CWBI 为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passive
 

CWBO 为消极的
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PDO 为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

(六)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层级回归检验权力距离取向对不合规任务感知与情感信任关系的调节作用。 调节效应的核

心检验结果显示,交互项的效应值为 0. 186,95%置信区间[0. 118,
 

0. 253],未包含零值,表明调节变量的调

节作用显著(表 6)。 进一步对调节变量进行分组检验:当权力距离取向处于低水平时,不合规任务感知对情

感信任的效应值为-0. 583,95%置信区间[ -0714,
 

-0. 452]未包含零值,负向作用显著;当权力距离取向处

于高水平时,不合规任务感知对情感信任的效应值降至-0. 101,95%置信区间[ -0. 220,
 

0. 019],置信区间接

近零值,说明此时不合规任务感知对情感信任的负向作用被显著削弱(表 6)。 综上可得,权力距离取向对不

合规任务感知与情感信任的负向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权力距离取向水平提升,不合规任务感知

对情感信任的负向影响会逐渐减弱。 假设 H3 得到支持。 为更直观呈现调节效应,本文以高于权力距离取

向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样本为高水平组,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样本为低水平组(图 2)。

表 6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效应值(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员工不合规任务感知 -0. 342
 

(0. 045) -0. 431 -0. 252
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 -0. 170

 

(0. 047) -0. 261 -0. 078
交互项 0. 186

 

(0. 034) 0. 118 0. 253
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低) -0. 583

 

(0. 067) -0. 714 -0. 452
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高) -0. 101

 

(0. 061) -0. 220 0. 019
　 注:N= 488;“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低)”

 

为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高)”为均值加上一个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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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权力距离取向对不合规任务感知与情感信任关系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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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继续通过 Bootstrap 程序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即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是否调节“不合规任务感

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消极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这一间接路径。 结果表明:低权力距离取向组与高权

力距离取向组对应的间接效应差值为-0. 066,95%置信区间[ -0. 115,
 

-0. 022]未包含零值,这表明调节变

量显著改变了中介效应的强度。 进一步看不同调节水平下的中介效应:当权力距离取向处于低水平时,间
接效应值为 0. 079,95%置信区间[0. 027,

 

0. 133]未包含零值;当权力距离取向处于高水平时,间接效应值为

0. 014,95%置信区间[ -0. 002,
 

0. 039]包含零值。 由此说明高水平的权力距离取向会抑制中介效应的显著

性,因此假设 H4a 成立(表 7)。
同样地,检验了“不合规任务感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消极组织反生产工作行为”这一间接路径的调

节中介效应。 结果表明:低权力距离取向组与高权力距离取向组对应的间接效应差值为-0. 099,95%置信区

间[ -0. 153,
 

-0. 051]未包含零值,这表明调节变量显著改变了中介效应的强度。 进一步看不同调节水平下

的中介效应:当权力距离取向处于低水平时,间接效应值为 0. 120,95%置信区间[0. 070,
 

0. 172]未包含零

值;当权力距离取向处于高水平时,间接效应值为 0. 021,95%置信区间[ -0. 005,
 

0. 052]包含零值。 由此说

明高水平的权力距离取向会抑制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因此假设 4b 成立(表 7)。
综上可得,假设 H4 获得支持。

表 7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间接效应路径 效应值(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区间下限 区间上限

IT
 

→
 

ATS
 

→
 

passive
 

CWBI
差值 -0. 066

 

(0. 024) -0. 115 -0. 022
PDO

 

( low) 0. 079
 

(0. 027) 0. 027 0. 133
PDO

 

(high) 0. 014
 

(0. 011) -0. 002 0. 039
IT

 

→
 

ATS
 

→
 

passive
 

CWBO
差值 -0. 099

 

(0. 026) -0. 153 -0. 051
PDO

 

( low) 0. 120
 

(0. 026) 0. 070 0. 172
PDO

 

(high) 0. 021
 

(0. 014) -0. 005 0. 052
　 注:N= 488;IT 为不合规任务感知;ATS 为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passive

 

CWBI 为消极的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passive
 

CWBO 为消极的组织反
生产工作行为;PDO 为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调节变量“PDO

 

( low)”为均值减一个标准差;调节变量“PDO
 

(high)”为均值加一个标准差。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报复公平理论,构建并验证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深入探讨了不合规任务对员工消极反

生产工作行为(人际 / 组织)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
第一,不合规任务正向影响员工的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人际 / 组织)。
第二,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在二者之间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即不合规任务会削弱员工对领导的

情感信任,而这种信任的下降会进一步导致更多的消极反生产工作行为(人际 / 组织)。
第三,员工个人的权力距离取向会调节不合规任务与情感信任之间的关系。 具体表现为:权力距离取

向较高时,该关系较弱;权力距离取向较低时,该关系较强。
(一)理论贡献

第一,揭示了“不合规任务”作为员工的一种主观感知,如何成为激发其报复行为的关键诱因。 研究提

出并验证:当员工将领导指派的任务主观认定为“不合规”时,往往会同时触发其在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与互

动公平等多个方面的不公感知。 这种多重不公感知更易超越员工被动承受的心理阈值,从而激发其通过主

动的报复行为来恢复公平的内在动机。
第二,揭示了“情感信任”在上述路径中的重要中介作用,打开了从“不公感知”到“报复行为”的黑箱。

研究发现,由不合规任务所引发的不公感知并不直接导致报复行为,而是通过侵蚀“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

任”这一关键心理资源来间接驱动。 这表明,报复行为不仅是基于理性层面的公平清算,更是在情感联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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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后,为重建心理平衡而采取的修复性反应。
第三,识别了“权力距离取向”作为个体价值观的关键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高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更

能接受权力差异,对任务指派中的不公感知较不敏感,因而更少将任务主观认定为“不合规”。 即便产生不

合规的感知,其情感信任所受的侵蚀也较弱,从而显著降低了后续报复动机与行为的可能性。 这一发现从

个体差异视角明确了理论模型的边界条件,为针对不同价值观员工的差异化干预提供了依据。
(二)管理启示

第一,管理者应通过制度设计,系统性地预防与化解不合规任务的产生与影响。 一方面,应明确岗位的

核心职责边界。 对确需指派超出常规范围的任务,应建立合理性审批机制,确保员工的权责对等、付出可

见,从而降低他们将任务主观认定为“不合规”的概率。 另一方面,还应建立安全、正式的反馈与申诉渠道,
保障员工在认定任务不合规时能够提出异议,将隐性的“报复”动机引导至制度化的公平协商程序中,既保

护员工权益,也有利于维护团队长期的效能与信任。
第二,管理者应将情感信任视为关键的无形资产予以维护。 情感信任的下降是员工从“不公感知”转向

“报复行为”的核心心理环节。 因此,在指派可能被员工视为“不合规”的任务时,管理者应主动说明任务的

价值,并在适当的时候坦诚选择该员工的原因,将任务呈现为“基于能力的托付”,而非“权力的单方施加”。
这种沟通有助于将员工的关注点从“是否合规”转向“如何共同解决”,从而有效保护双方的情感信任纽带。

第三,管理者应主动识别员工价值观的差异,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支持策略。 员工对不合规任务的认定

与反应受其权力距离取向的影响。 低权力距离取向的员工对不公感知更加敏感,情感信任更易受损,实施

“偷偷报复”的可能性也相对更高。 因此,管理者应通过日常观察与沟通识别员工的差异,在确需指派超出

常规范围的任务时,重点加强对低权力距离取向员工的信任维护,主动解释任务背景与必要性,从而有针对

性地缓冲其情感信任流失,维护团队的整体稳定。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第一,本文虽采用三阶段时间滞后设计以增强推断,在方法上仍存在一定局限。 一方面,所有核心变量

均通过员工自我报告测量,尽管在时间上进行了分离,但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仍无法完全排除;另一方

面,基于问卷调查的相关性数据,虽能揭示变量间的显著关联与中介路径,但难以确立严格的因果关系,如
员工固有的消极倾向也可能同时影响其对不合规任务的认定和反生产工作行为的形成。 未来研究可采用

领导-下属配对数据、多时点纵向追踪设计或实验法,以更有效地分离变量来源、检验因果方向。
第二,本文聚焦于“员工对领导的情感信任”这一认知中介路径,但报复行为的形成可能涉及多重机制。

例如,从情绪事件理论看,不合规任务可能直接激发员工的愤怒或怨恨,成为驱动报复的更直接的动因[6] ;
从资源保存理论看,员工也可能将其视为对自身资源的不合理索取,从而通过减少角色外付出进行防御[50] 。
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并比较认知、情绪与动机等多重中介模型,进一步揭示不合规任务触发报

复行为的复杂内在过程。
第三,本文聚焦于权力距离取向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其他个体特质的影响,如心理特权

感。 心理特权感反映了一种“过度的自我关注” [20] ,高心理特权感的员工往往自我评价较高,且更易将负面

结果归咎于他人。 因此,其对不合规任务的界定、对不公感知的敏感性及后续的行为反应,可能与低心理特

权感的员工存在显著差异。 作为职场新兴力量的“00”后员工,通常表现出更强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关注度,
其心理特权感很可能更为突出,值得在未来研究中予以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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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faced
 

with
 

injustice,
  

revenge
 

is
 

an
 

alternative
 

to
 

acceptance.
  

Although
 

illegitimate
 

tasks
 

have
 

been
 

studied
 

as
 

a
 

specific
 

form
 

of
 

perception
 

of
 

injustic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ir
 

triggering
 

of
 

retributive
 

behaviors
 

remain
 

inadequately
 

examined.
  

The
 

present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illegitimate
 

tasks
 

influence
 

two
 

types
 

of
 

passive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s
 

( interpersonal / organizational)
 

among
 

employees.
  

As
 

unreasonable
 

or
 

unnecessary
 

task
 

assignments
 

from
 

employees􀆳
 

perspective,
  

illegitimate
 

tasks
 

convey
 

a
 

sense
 

of
 

perceived
 

injustice
 

that
 

can
 

directly
 

weaken
 

the
 

trust
 

between
 

employees
 

and
 

their
 

supervisors,
  

which
 

in
 

turn
 

provokes
 

covert
 

retribution
 

in
 

the
 

form
 

of
 

passive
 

resistance.
  

Drawing
 

on
 

retributive
 

justice
 

theory,
  

it
 

is
 

proposed
 

that
 

employees􀆳
 

affective
 

trust
 

in
 

supervisors
 

mediates
 

this
 

process
 

while
 

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Based
 

on
 

a
 

three-wave
 

survey
 

of
 

488
 

employees,
  

it
 

was
 

found
 

that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illegitimate
 

tasks
 

undermined
 

their
 

affective
 

trust
 

in
 

supervisors
 

which
 

in
 

turn
 

led
 

to
 

an
 

increase
 

in
 

passive
 

interpersonal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s
 

(passive
 

CWBI)
 

and
 

passive
 

organizational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s
 

(passive
 

CWBO).
  

Furthermore,
  

it
 

was
 

also
 

found
 

that
 

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
 

moderated
 

this
 

indirect
 

effect.
  

Specifically,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llegitimate
 

tasks
 

and
 

passive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s
 

( interpersonal / organizational)
 

mediated
 

by
 

employees􀆳
 

affective
 

trust
 

was
 

attenuated
 

among
 

employees
 

with
 

higher
 

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
 

Keywords:
          

illegitimate
 

tasks;
  

affective
 

trust
 

in
 

supervisors;
  

passive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s;
  

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
  

perception
 

of
 

injustice;
  

retributive
 

justi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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